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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 

現代學者在研究宗教現象時，往往依宗教組織形式之有無，將宗教大別

為制度化宗教和普化宗教（或稱非制度性宗教、民間宗教、通俗信仰）。

[1]但是在各種地方志書中，卻將宗教大別為「官方祀典」和「民間崇拜」

兩大類，近代學者視為制度化宗教的佛教和道教，都歸屬於「民間崇敗」

的「大眾信仰」宗教，而「官方祀典」也同時是「民間崇拜」的對象。

因此，要瞭解臺灣佛教發展史，首先要知道： 

一、臺灣佛教從明鄭時代自閩南傳來算起，雖已歷三百多年之久，但因臺灣位處

大陸東南海疆的邊陲，並且是一新開發的島嶼，所以佛教文化要深層化或精緻

化，除少數個別情況外，是缺乏足夠發展條件的。 

二、由於地理位置和移墾的人口，都和對岸的閩、粵兩省具有密切的地緣關係。

所以臺灣佛教史的發展性格─邊陲性和依賴性─主要便是受此兩省的佛教性格

影響。 

三、雖然臺灣近三百年來的佛教發展史當中，日據時代的影響只占其中五十年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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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，但因日本佛教具有日本宗派文化的特殊性，以及高度政治化的衝擊，所以一

旦日本勢力退出，改由對岸祖國重新接管，在短期間內，便不得不面臨再度急據

地由日本的佛教轉變成為中國化佛教的艱難適應問題。[2] 

四、近五十年，臺灣佛教發展的各個層面，雖然頗多不能盡如人意之處，但如果

說數十年來的臺灣佛教全無起色，全未進步，這也非持平之論。從各方面看，儘

管進步、革新的幅度不如經濟、藝術、政治等層面來得大，但是佛教在臺灣的發

展，確實已在層層雲霧中透露出一線曙光。 

關鍵詞：1.臺灣佛教 2.皇民化運動 3.白衣佛教 4.齋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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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緒論─不可抹滅的一頁 

1927 年，已故的佛學泰斗徹爾巴次基（Th. Stcberbataty）曾說：「雖

然在歐洲，自開始了關於佛教的科學性的研究以來已有一百年歷史，可

是我們對於佛教的教與哲學最根本意義的理解，迄仍在暗中摸索。」[3]
從那時以來發生了許多事情，諸多亞洲、歐洲以及北美卓越的佛教學者

們出版了許多論文和書籍，演譯註釋了佛教教理的教義；另一方面，有

許多居士們也從佛陀的教訓，發現了對二十世紀的人民與國家有妥恰的

指導原理。 

三百年來臺灣的佛教發展，從清代以前、清末、日據時期到光復後的各

個階段，皆有各自不同面貌的呈顯。其中，在清末以前，主要是閩南系

的禪淨雙修寺院（「閩南化」抑或「齋教化」）；日據時期則結合日本

曹洞宗在臺的發展，而建立起則結合日本曹洞宗在臺的發展而建立起較

具全島性的佛教組織（「日本化」、「皇民化運動」）。光復以來，日

本佛教的影力消退，而隨著大陸各省的佛教僧侶和佛教組織的來臺，在

傳戒與中國佛教會的組織運作底下，使得臺灣傳統的佛教寺院出現明顯

的變遷。質言之，近五十年來，已中國化的印度原始佛教，在臺灣土地

上本土化，又隨著經濟發展的腳步國際化，在「豎窮三際，橫遍十方」

的弘傳裡，佛教能有今日的盛況，臺灣佛教五十年可說是關鍵之傳承，

而曾經為此流血流汗努力播種開創的高僧大德居士，亦將在這歷史上留

下不可抹滅的一頁。 



貳、鄭氏東遷與佛教來臺 

明天啟四年至永曆十五年之間（1624─1661）荷蘭以其政治及經濟力量

在臺灣南部先住民之間傳播基督教。[4]西元 1636 年開始引進中國人到

臺灣來開墾土地，種植米、蔗、靛菁。至西元 1640 年移民人數達到一

萬一千人左右，此後隨著中國大陸政局的演變，移民人數或增或減，根

據 C.E.S─ 一般人認為這是最後一任臺灣長官揆一（F.Cooyett ）的化

名─所發表的〈被遺誤的臺灣〉一文的記載，在臺灣繳交人頭稅的中國

人約有二萬五千人，加上婦孺當在五萬人以上。[5]荷蘭人佔領澎湖之

後，日漸增加的漢移民在今天臺南市區興建了崇祀醫神吳真人（又稱大

道公、保生大帝）的慈濟宮（又稱真君廟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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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山廟）也有明確的記載。[6]「大眾信仰」隨移民東渡，盛行於閩粵的

佛教也於是時隨緣來臺，應是合理的推論。[7]臺灣佛教史之展開，若就

信實之史料而言，當自鄭氏延平王國東遷始。據延平王戶官楊英怔實

錄，永曆八年九月清以海澄公敕印招成功降，並遺其弟持芝龍書勸之，

在十七日條下有如下記載：二使到安平鎮，發呂太禮物不只就布帆安駐

詔敕。藩見其意不善，不肯受詔。又藩復稟與太師（芝龍），稟內： 

「九月十一日即回，兒囑其致意詔使，約期相面，而詔使忽於九月十七

日遂到安平，盛設供帳於報恩寺安頓，乃詔使不敢住宿，哨馬四出，布

帆山坡」云云。[8] 

由此可以想像鄭氏與佛教不無接觸。 

至於鄭氏時期所建之寺廟，可以認為佛教寺院者，根據清代之各府縣志

記載如下：在寧南坊有觀音堂、準提堂，在鎮北坊有觀音亭、萬福庵、

赤山堡，六甲之龍湖岩等六處。而在家居士對於佛教有修養者，多為明

末遺臣，痛心亡國，不願再仕，乃變服為僧，或終身持齋，或終日誦經

自娛，如沈光文自文開，少比明經貢太學，福王元年授太常博士，聞貴

王立粵中，走肇慶，累遷太僕哨卿，永曆三年來臺，其後為人進讒，幾

遭不測，故變服為僧。李茂春字正青，隆武二年舉孝廉，善屬文，永曆

八年來臺，卜居永康里，日訟佛以自娛。林英字雲義，崇禎中，次歲貢

知昆明縣事，後祝髮為僧，間道至廈門，入臺灣。張士郁，崇禎六年副

榜，明亡入山，耿精忠之亂後入臺，居東安坊，持齋念佛，倏然塵外。



另有明魯王女，聰慧知書，工刺繡，適南安儒士鄭哲飛，生一男三女，

夫歿來臺依寧靜王以居，晚年持齋獨處，邑人欽之，以為女師。[9]前述

六人，實開臺島在家學佛之先河，且為臺灣早期佛教史之珍貴一頁。 

參、清代時期的臺灣佛教 

康熙二十二年八月，鄭克塽降清，於是臺灣成為清朝版圖，海禁開後，

佛教隨之流入。靖海將軍施琅就營靖王府邸改建天后宮。鄭氏部將，義

不帝胡，並藉佛教之名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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潛身為僧者甚眾，並在暗中窺復明室，加以清室攻臺之敗將，亦多薙髮

為僧。[10] 

海會寺原為北園別館，為鄭經之母董氏養老之所，入清後曾荒置康熙二

十九年臺灣總兵王化行，臺廈道王效宗等「因其故址建為寺宇佛像最

勝，住僧雲集」[11]。據王化行所撰〈始建海會寺記〉：臺灣版圖新闢

─惟少一梵剎福佑海天。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．．始於庚午八月七日，

成於明年四月八日，名約海會。道場丕建，法筵宏開。瞻妙相之莊嚴，

雷音寺見於東土；聽法雖大，王法衛之．．故凡天下梵剎，皆賴士夫護

持。後之遊於此宦於此者，肯一瞻禮，悉皆龍華會上人。少存菩提心，

即見金剛力；其造福於海邦，豈有量哉？[12] 

康熙三十三年僧樹璧奉媽祖神像至笨港，三十九年建笨港天妃廟，這是

八掌溪以北最早的寺廟。康熙五十一年通事賴科鳩合民番興建淡水甘豆

門（關渡）天妃廟，五十四年重建，易茅以瓦，知縣周鐘瑄顏其廟曰「靈

山」，是濁水溪以北最早的寺廟[13]。前者為佛教僧侶所建；後者為先

住民與漢移民合建，初期由廟祝林助主持[14]，後來改由臨濟宗僧石興

主持，是後經六代出家眾、四代在家眾相繼主持，前後兩百一十年，近

年則由信徒管理。[15] 

諸羅縣轄區最早的佛寺是鄭氏時代陳永華營建的龍湖岩觀音寺。設縣

後，僧德功得候補通判何廷鳳捐地，康熙三十七年在鹼水港募建一座觀

音寺。據康熙五十六年篡修〈諸羅縣志〉所載，諸羅縣轄下共有寺廟十

四座，其中有四座觀音寺，約佔總數的百分之二十八點六。而康熙五十

二年建於今嘉義市內的關帝廟也是前祀關帝，後祀觀音。[16] 



康熙五十九年陳文達等篡修的〈臺灣縣志〉所載：黃檗寺中前祀關帝、

後祀觀音三世尊佛；法華寺前殿祀火神；寧靖王故居改建之「大媽祖廟」

後有禪室、有僧住持；觀音堂原為武帝廟，康熙末改祀觀音；鹿耳門媽

祖廟前殿祀媽祖、後殿祀觀音「兩旁建僧舍六間，僧人車之以奉香典，

而「鄉厲壇」（臺灣縣民所建）則前祀厲鬼（大眾爺）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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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祀觀音。[17]明顯地呈現儒、道、釋三教雜處融合的現象。 

臺灣之白衣佛教，又稱齋教，由佛教支派產生，屬於佛教優婆塞、優婆

夷之在家二眾。設教所在稱為齋堂不稱寺院，有龍華、金幢、先天三派

之別。[18]齋教之信徒：其持齋修行者，有四種於下： 

1.受戒者：畢生素食俗稱長齋。 

2.信戒者：朔望日及農曆初一、十五，或三、六、九日素食又曰花齋。 

3.祈安者祈願中素食。 

4.信心者：每朝素食，稱半齋，俗稱早齋。 

總計在清朝治理臺灣時期裡（1683─1895），佛教在臺灣的發展特色呈

顯出「正信佛教」與「擬似佛教」（「白衣佛教」）混同發展的態勢。

亦即，一方面配合著交通安全的時代背景（渡海來臺、拓荒開墾）以及

消災解厄、接引西方的宗教需求，使得佛教混合著一般擬似佛教，而成

為臺灣社會一種「生活性」的（民間）的宗教信仰[19]。另外，此一階

段（包括清末、日據時期）臺灣佛教本身也形成幾個主要的流派（宗師），

像是：「臺南開元寺派」（傳芳、玄精）、「苗栗大湖法雲寺派」（覺

力、妙果）、「基隆月眉山靈泉寺派」（善智、善慧）、「高雄大崗山

超峰寺派」（義敏、永定）以及「臺北觀音山凌雲禪寺派」（寶海、本

圓），同時，這些流派均與福建鼓山湧泉寺有深厚關係淵源（閩南佛教），

在傳燈法脈上屬於禪宗，並且這些宗派的開山祖師或中興祖師均為本省

僧侶，而這也是臺灣佛教走向獨立的開始。 

肆、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佛教 

光緒二十一年，中日甲午戰爭，清廷敗績，割讓臺灣，日本統治開始，

臺灣的本土佛教開始有了不同面貌。[20]把日本據臺後的宗教政策，分

為三個時期：偽裝信仰自由（1895─1911），籠絡期（1912─1925），

和消滅期（1926─1945）。在最初十幾年的第一個階段裡，日本政府雖



然施行宗教自由政策，並不主動干涉臺灣居民信仰內容，但根據江燦騰

的研究，縱使在日據時期的最初十幾年裡，臺灣的佛教已然發生微妙的

變遷。臺灣佛教在這時出現了全島性的道場聯盟，其中尤以曹洞宗和臨

濟宗的聯盟最為成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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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大法派（月眉山靈泉寺派、大崗山超峰寺派、大湖法雲寺派和觀音山

凌雲禪寺派）即分別加盟這兩個系統。江燦騰認為這些加盟的寺院，在

日本佛教道場的領導下，一方面教授日文和佛法，一方面也在經濟上和

組織上相互支援，因此和原有齋教的封閉性大不相同。[21] 

日據時期，有些臺灣寺廟加盟日本佛教是出於恐懼，在不得已的情形下

發生。這是因寺廟在當時，往往被當成一種公共空間，經常為交戰中的

軍隊佔用，雖然日本政府規定軍隊不得濫為損害舊慣，也不可以破毀神

像，散亂神器等行為，[22]但是對寺院的負責人來說，在日本佔領之際，

不知道自己的寺院會淪為何種命運，於是想到借日本佛教界的庇護，以

求平安，才會紛紛加盟附屬的日本佛教之下。[23]例如：臺南成立了「愛

國佛教會臺南齋心社宗教聯合會」，加入的齋堂達十四個之多。在〈臨

合約束章程〉中，除強調守法、納稅、不參加教外結黨或讓不軌之徒入

會外，還特別規定各齋堂要建立個人檔案，詳細登錄個人資料，以備稽

查，臺灣的齋教從此轉趨保守。[24] 

1915 年 4 月，日本統治臺灣二十年，經歷一連串的抗日事件之後，甲先

埔等地又爆發了由余清芳、江定、羅俊等人所領導的大規模武裝抗日事

件，臺灣人民被殺害不計其數，被捕兩千人，被判死刑的多達八百六十

六人。抗日分子以西來庵為連絡中心，所以此事件又稱作「西來庵事

件」。 

皇化運動是一種同化為日本人的運動，包括普及日本語、崇敬神社、打

破不屬於日本人的陋習等。這個運動的本體包羅萬象，但其完成必須以

「信仰的皇民化」為必要條件。[25]這裡的「信仰的皇民化」，就是所

有的臺灣人都瞻仰日本的神，讚美日本的神，相信日本的惟神之道無上

真道，並進而成為自己的生活規範，且將這個規範納入實際生活具體實

行。陳玲蓉曾指出，為達成信仰皇民化的目標，日本政府施行了三種措

施：[26] 

1.神宮大麻的奉祀。 

2.正廳改善運動。 



3.寺廟整理運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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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 1936 年至 1942 年止，經過上述三項被整理過的寺廟齋堂數是 1098，

約占總數之三分之一。[27]根據李嘉嵩的統計，大部分被倒毀的寺廟或

神像都是民間信仰，齋堂佛像只占小部分。[28]亦言之，日本殖民政府

的寺廟整理運動，主要是以民間信仰為對象，對臺灣佛教的影響較小，

不過，日本政府的「寺廟整理」政策，雖然不包括一般佛寺，但卻規定，

每一佛教寺院必須派出僧侶一人，至日本或到臺灣的佛教中學林進修。 

這一做法把臺灣佛教的日本化或現代化工作更往下發展，假以時日，臺

灣佛教必然全盤日本化。但因執行期間很短，日本就戰敗投降，日本化

的進程因而中輟。而國民政府接收後，又展開一連串的「去日本化」工

作，臺灣佛教於是經歷了另一次的轉折。[29] 

伍、臺灣佛教五十年來發展經驗的回顧與檢討 

一、臺灣佛教發展的復甦徵兆 

(一)信仰由博雜不純而漸趨統一：民國四十年以前，臺灣正統佛教有四派，此即

眉山派、觀音山派、法雲寺派，與大崗山。齋教有屬於龍華等派的各地齋堂。日

本佛教則有日連宗等派。此外也有不屬於這三個系統的無數零星寺院。對於如此

複雜的佛教派別，以及經過錯綜變化的宗教行為，不論從大陸來臺的佛教是如何

地正統，要短時間扭轉當然是不容易的。不過，大體而言五十年來，這方面的成

就是可以肯定的。因為即使目前的全臺佛教並沒有百分之百地納入大陸佛教體

系，但是大陸佛教之主流地位的確定則是毋庸置疑的。大陸佛教之主流地位的確

定，可從下列現象看出來。中國佛教會是全國最高的佛教組織，負責人絕大多數

是大陸系的。儘管其中的理監事及省市分會的幹部成員，也有若干名屬於傳統臺

灣的佛教系統。每年一度的三壇大戒法會，將清代以來大陸寶華山的傳戒規範移

植到臺灣來，也給臺灣佛教樹立一堅定不移的佛教準繩。[30] 

(二)佛教現代教完多元化的發展：根據中國佛教會的統計，截至國七十八年底，

臺灣地區共約有四十八萬五千六百名佛教人口，四千零一十一所寺院，和近八千

九百零五位僧尼。不過，不以受戒的人數和近年來短期出家、八關齋戒、禪修共

修的人數相較下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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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代臺灣佛教的發展在家眾數目的成長較出家眾更為凸出。換言之，「居士佛教」

逐漸興盛甚至於超越了傳統以出家眾為主體的「僧團佛教」，而成為另外一股發

展的主流。[31] 

(三)佛教文化事業的蓬勃：佛教信仰與其他宗教不同的地方之一，是必須透過將

教理的瞭解才能談到法門的實踐。因此，自古以來，有關佛教教理的書籍，為數

極多，不只是信仰佛教必須讀佛書，而且，由於佛教擁有一個龐大的知識國度，

也頗可以滿足一般讀人的求知欲。以佛法的象徵─〈大藏經〉的流通為例，就可

看出佛書在臺灣是如何的普及。此外，大規模佛教叢書的編印，也是近幾十年佛

教界的盛事。[32] 

(四)新興社會倫理的推動：近年來，佛教團以相繼推展的社會運動，像是：「幸

福人生講座」、「預約人間淨土」、「心靈淨化運動」、「親職教育巡迴講座」、

「佛法滿人間」、「尊重生命系列活動」、「七戒新生活運動」、「佛化婚禮」、

「佛化聯合奠祭」、「佛化聯合祝壽」以及「環保禮儀系列活動」等等，的確為

「自利」─「他利」─「社會連帶」提供了某程度的聯結[33]。事實上，一種大

眾化、生活化的佈教運動，也嘗試著透過機制設計（像是檀講師制度、自我覺察

禪修或是實際的濟貧訪探），表現出轉化之後的「人間佛教」新的倫理內涵：由

葬式佛教」與「老人佛教」銳變為「生活佛教」與「大眾佛教」。[39] 

二、當前佛教的問題探討 

(一)佛教教育未步正軌，缺乏高水準弘法人員：佛教是一種必須依賴教理去實踐

的宗教，因此對教理的瞭解是信徒不可或缺的一環。然而，佛學又是一門極難掌

握到核心內涵的學問。像經典義理的不易索解、翻譯與原典的差異、歷史發展所

造成的教義變化、各宗派教理的相互衝突，不同地區教理發展所形成的矛盾等等

問題，都可能使人茫無頭緒。 

近年來，知識分子或社會人士參與佛教弘法工作的人日漸增多。但是由於沒有較

好的佛學教育環境，不能接受適當的弘法訓練，因此，雖然有很多熱忱有餘但是

弘法知識不足的佛教徒在全臺各地設立不少私人道場，但是大多無甚規模。如此

散兵游勇式的發展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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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影響力的微弱，也就揣度得知。[35] 

(二)佛教活動趨向功利化與資源過度浪費：臺灣佛教的活動在當代臺灣社會，是

相當受重視和有社會影響力的。在道場的經濟收入方面，也大為改善。信徒的捐

款，基本上是來自社會經濟的良好，才能有餘裕贊助佛教的活動和各種事業的開



支。可是，許多法會上，登廣告標示功德主的價碼，宛若商業行為，極容易形成

功利化的信仰取象，長此以往，對正信佛教的提倡，反而有害。 

(三)解嚴後佛教組織的多元化和異質化：在 1987 年 7 月 14 日臺灣地區正式頒佈

解除戒嚴令之前，中央級的佛教組織，主要是中國佛教會及其所屬的各分會組

織。其他非屬中國佛教會的組織，因而在發展上受到了極大的限制。解除戒嚴後，

允許組織多元化的法律〈人民團體法〉亦在 1989 年元月公佈，於是各種佛教組

織便相繼出現。然而，隨著佛教組織的多元化，新興的異質化佛教團體，也好比

雨後春筍班的冒出來。新興的異質化佛教團體的出現，因不屬中國佛教會所管

轄，也無其他的佛教機構的約束，於是形成了若不觸犯現有法律規定，便可自由

傳播、自由改造的情況。如此一來，佛教的教理要如何詮釋？需不需要依經典的

傳統教法？便沒有一定的標準可言。[36] 

(四)缺乏因應現代社會的自覺：所謂佛教「山頭主義」、「個人主義」以及「門

互之見」的現象一直都還是外界批評的重點─因此，雖然近年來佛教團體在若干

議題上像是反賄選、器官捐贈、生活環保或是心靈淨化，出現了一致性的共識與

步伐，但是，一但涉及到實質利益與權力的運作時，臺灣佛教界還是沒有取得較

為一致的共識，像是佛教大學的籌設、宗教法的修定、僧伽人才的養成、僧伽保

險、佛教藝術創作的本土化風格以及宗教福利整合等議題的檢討。[37] 

(五)臺灣佛教本土化的確立與國際化的平衡：臺灣佛教近百年來的發展，一直是

承受外來佛教勢力的影響，而缺乏本身的特色。這種情況的長期存在，雖然有助

於本土佛教內涵的充實和水準的提昇，但在戰後發達的地區，則不應沒有發展出

來本身的特色。否則後人將批判當代臺灣的佛教徒只會抄襲他人成果、缺乏創造

力和錯過了發展本身的特色良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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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佛教的不少道場，紛紛在海外建立分會或分院，使得臺灣佛教逐漸具有國際

的影響力。但這些海外的發展，主要是以華人為弘法對象；在救助方面，仍以經

濟方面佔大多數。因此，如何在確立本土化的同時，也能在國際上呈現本土的經

驗和特色，以平衡外來色彩過濃的偏頗現象，亦應是當代臺灣佛教所面臨的重要

課題。[38] 

陸、結論──回到創造的大海 

中國自秦漢以來，原始儒家之恢宏、深廣的氣度與原創內涵逐漸喪失，

中國人的心靈飄盪在現實的大海中，難以定奪。就在此時，佛教傳了進

來，大海之中，燃起了一盞明燈，照亮了難以數計的中國人的心靈。但

是，唐宋以降，一方面中國人的心靈幾經衝激，回歸儒家，建立理學；



另一方面，禪宗原創力低降，佛教遂不再具有輝煌的過去。此情此景，

今日依舊。[39]但是，深廣之內涵，不易認識，或者還需要一段不算短

的時間才能慢慢為眾人了解而接受，這一段轉換的歲月，相信大多數的

中國人，如同秦漢之後一般，仍飄泊在現代世界的大海中，了無歸宿，

似乎大量的國人，自此走進佛門，或禪或淨，或顯或密，一尋心中的燈

塔。 

就現今的佛教現象，欲想開創新貌似可歸納為下列方向： 

一、提倡學術研究，建立佛學院、佛研所，提昇佛教素質。 

二、提倡原始佛教、禪宗、淨宗、密宗之修行、實踐，重視「行」的內容。 

三、提倡佛教文化活動與教義推廣，包括向眾人乃至歐美弘法等。 

四、提倡慈善、佈施、社會關懷等宗教事業，以福被大眾，淨化人心。 

歷史是不會重覆的，而每一個時代的新希望、新風格、新安慰，都因大

勇者面對自我、排除現實、努力於自我之深刻與廣大，並對前一時代乃

整個歷史、文明之文字創造意義的重心探討、挖掘、發現與再創而得以

樹立。我們相信復興中國佛教的藍圖繪出，發展方向可以確立。一俟若

干年後人材俱足，則執行不懼乏人。果如此，則期望中國佛教能重新昂

然鶴立於國際宗教舞臺上，自不算癡人說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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